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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受治理理念和财政因素等的制约，清代官方始终没有通过增设包括州、县官在内的常规官

僚方式来积极应对当时主要由于经济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和人口渐繁而不断扩大的民间词讼规模。在这种

简约型司法体制之下，一旦词讼规模超过官府理讼能力所能应对的范围，就会被纳入“健讼”之类的主观评

价话语而予以谴责。因此，清代所谓的“健讼”之论，既是对官府理讼能力与民间诉讼需要之间张力不断拉

大这一现实的话语体现，也是当时的司法体制在“制度资源”逐渐无法有效应对社会情势变迁之时用来弥

补其正当性的一种“话语资源”。清代简约型司法体制下的种种微妙关联对于我们思考当代的司法状况不

乏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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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我国的“健讼”之风

虽然“嚣讼”、“健讼”之类的词语早在宋代就开始出现在史料和一些司法文书之中，① 但其在明清时期

显然出现得更为频繁。对二十五史中出现的“健讼”、“好讼”等词语所作的统计结果显示，“好”“讼”两字连

用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宋史》，其后呈现总体增多的趋势，即《宋史》之中出现３处，《明史》之中出现１处，
《清史稿》之中出现９处（具体以“民好讼”、“俗好讼”、“民俗好讼”等字眼出现）；而“健讼”一词在二十五史

中总共出现１４处，除《金史》和《元史》之中各出现１处外，其余的１２处皆出现在《清史稿》之中，其中最为

常见的是“俗健讼”之类的具体表述。② 由此可见，“健讼”和“好讼”两词在《清史稿》中出现的次数远远高于

清以前的诸部正史。虽然这些词语的出现频率可能与史书编纂者各自的语词使用偏好差异有关，但上述

统计事实也说明清代社会受“健讼”之风的困扰尤为严重。

宋代以降，尤其是自明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疆域内那些纷纷涌入各级衙门的大量词状不断昭示着诉讼

正在日益嵌入越来越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③ 与此同时，“健讼”、“好讼”之类的文字记载，也在各地方志

之中俯拾皆是。道光年间山东省的一份县志曾描述了当地的“健讼”风气：“乡愚无知之民，一有不平，辄尔

兴讼，不量事之大小轻重，竟罹法网。有竞毫末财利者，有逞一时小忿者，有自处浑昧受人主摆弄者，更有

无良奸徒乐观他人败坏、唆民致讼、于中取利者，虽屡加惩治，种类终难断绝”。④ 而这不过是各种地方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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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健讼之风”、“好讼恶习”的众多记载中的一则而已。一份根据来自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
北、山东７省的１５０余部地方志（涉及２００多个州、县）所做的研究显示，其中写明当地“健讼”的地方志有

７０多部，而在江南地区有诉讼风气记载的７０多部地方志中，明确记载“健讼”的有５７处之多。⑤ 另一份对

清代江苏、上海、山东、广东四省（市）的２８４种府志和县志所做的统计显示，其中有９５种谈及当地当时的

好讼风气。⑥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对清代的“健诉”之风我们必须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且不说由地方官绅主导编纂

的地方志常常有粉饰太平的倾向，因而有可能对其地的讼风轻描淡写乃至避而不论，就说那些“寡讼”话语

所描述的社会景象也未必皆属实情，实际上也可能是对当地“健讼”之风所做的一种文字掩饰。这一结论

的得出并非毫无根据。例如，光绪年间纂修的福建《长汀县志》记载，虽然明代“天崇以来，凌夷殆甚，科名

星落，城社烟墟，讼狱繁兴，奸宄迭见”，⑦ 但“幸我朝道德齐礼，俾斯民革薄从忠，男女严峻其防，廛无幸货

之妇，穷乏犹知所耻，衢少伏地之乞，室无怨旷，子女不鬻外乡人，各治生丁男绝鲜游浪，奢汰不竞，凶讼少

闻”。⑧ 然而，根据１７世纪的汀州府（下辖长汀县等多县）知府王廷抡所言，汀州早在康熙年间便“越控之刁

风实繁”：“汀属之劣衿势恶，皆藉刁笔以谋生，恃此护符，专以唆讼而网利，更有宁化、清流两邑之流棍，半

皆驾舟于南台，上杭、永宁两县之奸徒，又多贸易于省会。此辈熟识衙门，惯能顶名包告，与讼师串通一线，
指臂相连，辄敢遇事生风，便得于中诈骗。每有山僻之乡愚，以一日之微嫌，希图捏词以嫁祸，或因情词妄

诞府县未经准理者，或因审出真情已经薄惩反坐者，或因自知理屈难以取胜未经控府告县者，一遇若辈扛

帮，无不堕其奸术。内用讼师之簸弄，外有包棍之引援，遂饰小忿为大冤，或翻旧案为新题，口角争端动云

捆锁吊拷，地界接壤指挖冢抛骸，田土之交易未清便言霸占，钱债之利息不楚捏告诈赃……”⑨ 从王廷抡所

著《临汀考言》之中记载的案例看，长汀县民诬告缠讼成风，社会上呈现的根本不是“凶讼少闻”的景象。因

此，“健讼”之风的区域分布很可能要比依据地方志之文字记载所做的统计更为广泛。当时的官员及其幕

友们，更是对所谓的“健讼”之风耿耿于怀，纷纷在官箴书、官府布告和公务禀文中予以强烈谴责。而江西、
湖南以及湖北等省的“健讼”之风尤为引人注目，被地方官员们视为臭名昭著的恶风陋习，甚至被拿来相互

比较。⑩

二、清代州、县衙门的理讼能力

其实，“健讼”在官方的话语中被日益视为严峻的现实问题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与清代州、县衙门处理讼

案的能力直接相关。清代部分省份的省例和清讼章程之中关于清讼功过的规定透露了清代衙门理讼能力

之概况。例如，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拟定的《皖省清讼功过新章》对“旧案期限功过”作了如下规定：“自本

年三月十五日起，凡在十起以上者予限一个月，二十起以上者予限两个月，三十起以上者予限三个月，一律

审结详报，果能按限清结，各予记大过或功一次。倘逾限一月者记过一次，逾限两月者记大过一次，逾限三

月者详请撤任”。瑏瑡 以此观之，当时安徽省各衙门每月平均能够审结的案件约在１０起左右。此外，同时期

在江苏省担任知县的许文濬，在抵任尚未满一月的时间内审结５起“上控案”和２９起“自理案”，被江宁府

评价为“勤能可嘉”而计大功二次。瑏瑢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江苏省每月平均能审结３０起左右案件的县令非

常少见。有学者曾根据乾隆至光绪年间浙江、江西、江苏、福建和山西等省份的省例和章程，对其中审理词

讼功过的相关规定作了初步统计。瑏瑣 从此类省例和章程的规定看，虽然最为常见的是以结案成数作为衡量

功过之概括性标准，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发现一些线索。根据同治年间《江苏省例》“一季二十案以上全

结，三十以上结九成，五十以上结六成，一百以上结五成，计大功一次”的规定推测，当地州、县衙门每月平

均能审结１０起左右案件的便已属难能可贵。清代名臣刘衡曾自豪地声称，其在巴县任内处理民事词讼时

能做到“并无逾期不到之案，有具呈之日即结者，有一两日即结者，至迟亦不过二十日之限”。瑏瑤 不过，从上

至皇帝下至省级长官的抱怨声中可以得知，像刘衡这样善理词讼而能做到案无留牍、审不逾限的州、县官，
在清代终究属于凤毛麟角。

在民间词状日益增多的情势下，清代州、县衙门处理讼案能力的有限性日益凸显。清代大量未决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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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一直在不同程度上困扰各级衙门。例如，福建巡抚吴士功在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奏报，在福建省，
小县有积案２００至３００起，大县有积案５００至６００起，如果加上从１７５８年遗留下来的１０　９７９起未结案件

和１７５９年前１０个月新增的案件，那么福建省当年估计有２２　８００起积压案件。瑏瑥 面对层层上报的大量积

案，在上位者自然免不了要责备下级官员懈怠其职。１８０７年，当嘉庆皇帝从福建巡抚张师诚的奏报中获

知福建巡抚衙门先前积压的未结词讼多达２　９７７起时，禁不住龙颜震怒，大发“该省吏治废弛已成积习”的

愤慨，表示要惩治前任福建巡抚温承惠。瑏瑦 虽然这种对下属懈怠其责的怀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就当时

的词讼规模和州、县的职责而言，事实上，即便州、县官都十分勤勉，但想要及时审结所有新、旧案件也几乎

是痴人说梦。
作为清代最小行政单元的正印官，州、县官员们被赋予了各种琐碎的职责。以知县为例，《清史稿》简

要地描述了其“靡所不包”的职责：“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瑏瑧 而用瞿

同祖的话来说，州、县官集“法官、税官和一般行政官”于一身。瑏瑨 这种情形通常被人们概括为“行政与司法

合一”或“行政兼理司法”。由此可见，虽然司法是州、县官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但由于他们并非专业性的司

法官，因此，他们实际上无法将全部的精力都集中于司法，而是还需要履行其他的众多职责。
就司法而言，《大清会典》规定“官非正印者，不得受民词”。这实际上是要求州、县官不得将词讼批于

佐杂审理，否则将对正印官予以惩处。瑏瑩 但是，在如此繁多的职责之下，再加上科举取士内在的“非职业性

倾向”所造就的官员们在法律知识方面的先天不足，瑐瑠 州、县官们常常不堪重负，即便有心者全力为之，也

往往疲于奔命，积案因此也就在所难免。乾隆、嘉庆时期的名吏汪辉祖在出任湖南省宁远县知县时曾与绅

民相约，每旬之中除了两日校赋、一日处理文件外，余下的七日均用于坐堂理讼，甚至连原本用来校赋的两

日也兼听讼。瑐瑡 并且，在其坐堂理讼之日，往往由晨至昏，有时甚至迟至深夜，常常疲不可支。即便将要退

堂用膳之际，若又有民众到案求讯，汪辉祖为免其等候，亦勉应之。乾隆庚戌（１７９０年）春夏，汪辉祖处理

讼事常至傍晚，询问两造之际甚至已然“气往往不续”，仍“不敢倦怠草率”。瑐瑢 即便汪辉祖如此废寝忘食地

勤理讼事，在其四年后离任之时，虽然做到将本任所收之案全部审结，但对于前任积压的４００余件旧案也

仍有１０余件未曾清结。瑐瑣

因此，从实质上讲，清代官员们所称的“健讼”可被视为官方司法体制与民间诉讼需要之间张力不断拉

大的话语体现。“健讼”之类的谴责之辞在官方话语中出现得愈频繁，从某种意义上讲，愈折射出当时的司

法体制已无力满足不断增多的诉讼需要而日显故步自封的现实。

三、因循运作的清代简约型司法体制

既然现有的地方官无法卓有成效地及时处理讼案，那么为何不增加人手以助其事？或者对原有辖区

面积再加细分（这意味着各辖区内的民众人数减少，治理压力将得到减轻），再相应地增设地方官？然而在

清代中国的历史上上述看似美好的想法并未被付诸施行。美国学者麦柯丽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从未发

现有任何一位省级长官向皇帝建议其治下需要更多的官员与行政机构来处理这些积压案件”。瑐瑤

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对中国帝制时期县级区划进行历史考察后指出，从理论上说，当原先定居地区的

聚落扩展、人口增加之时，县级区划数目也会不断增加而县的平均面积将逐步缩小，但中国史籍的记载却

显示，在中国帝制时代，县的平均面积反而是逐渐扩大。其原因在于县级区划的数目极其稳定，各王朝极

盛时期县的近似数，汉朝为１　１８０个，隋朝为１　２５５个，唐朝为１　２３５个，宋朝为１　２３０个，元朝为１　１１５个，
明朝为１　３８５个，清朝为１　３６０个。这意味着，清代县官的管辖区域通常要远大于汉代县官的管辖区域。
在辖区面积扩大的同时，清代各县的人口数较之以往也在不断增长。瑐瑥 人口的压力以及伴随而生的经济社

会生活复杂化，必将导致包括讼案增多在内的治理难度增大。瑐瑦

然而，清代我国的正式官员数目并未随着县级区划的扩大和治下人口的繁衍所导致的行政事务的增

多而相应增加。美国社会学家韩格理的研究成果显示，１８９９年编的《大清会 典》中 罗 列 了 两 万 名 公 职 官

员，根据当时４．５亿的人口数计算，每２万多人才有一个官员。即便再加上实际执行公众职务的１５０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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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体制底层人员（差役、胥吏、师爷、仆役等），每１万人中也只有３名政府的公职人员。这与欧洲历史上

官员人数随着行政功能的扩充而增加的情形大相径庭。在１６６５年人口总数为２　０００万的法国，国家官员

就有４６　０００人，人口总数与国家官员的比例约为５００：１。在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人口增加到４
０００万，但科层官员包括小城书记及城门守卫在内就有３０万人。因此，在当时，每１　０００人之中就有７．５
人是受薪的政府雇员。这个比例在１９世纪之后还急剧上升，延至２０世纪之交，在欧洲国家中，在１　０００
人之中的政府雇员达到２０名至３０名。瑐瑧

县级区划的扩大和治下人口的繁衍意味着治理难度的相应增大，而县级官员人数却在低水平上维持

相对的稳定。在施坚雅看来，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历史从中唐以后直到帝国结束，出现了政府效率长期

下降、基层行政中心职能一代比一代缩减的情况”。瑐瑨 但是，法国汉学家魏丕信质疑这种观点。他指出，当

我们论述整个国家机构的规模时，如果将未入流的官员和非正式的政府机构考虑在内，那么可以发现明清

时期的国家机器其实是在扩展，其规模至少是与人口增长及经济增长保持同步，从绝对意义上讲是这样，
从相对意义上讲也是如此。瑐瑩 不过，魏丕信所说的“国家机器的扩展”，其实也只是在肯定掌印官数目大致

不变的前提下，着重强调胥吏和官员私人雇佣的人员（幕友、长随等）在明清时期有明显的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书吏、衙役、幕友、长随这些自明清以来数量明显增长的人员很少从国家受薪。书吏在

清初尚可以“饭食银”的名义从国家获得一些薪金，但大约在康熙初年（１６６２），书吏享有的这种微薄的薪金

被取消，从而变成没有国家薪酬的职位。官方定额之内的衙役虽然有平均为６两银子的年薪，但仅靠这笔

收入往往难以生存。而通常为数几倍于正规衙役的所谓“白役”，则更因为不在官方的定额之内而无法从

国家领取薪水。因此，书吏和衙役几乎完全依靠收受各种“陋规”维生。瑑瑠 至于幕友、长随因为完全属于地

方官的私人雇员而非政府雇员，其薪水全由地方官本人支付。瑑瑡因此，即便是所谓的“国家机器的扩展”，增

加的也只是不从国家受薪的各种辅助人员，而并非从国家领取俸禄的正式官吏。从国家财政的角度看，这
一特点意味着清代国家不必因为吏役和官员私人雇员的人数增加而随之承受相应的财政负担。必须指出

的是，虽然各种辅助人员大量进入明清行政体制不会直接给国家财政带来重负，但由于其造成“公务性”和
“私人性”被异常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很可能会因为纠缠和内耗而导致衙门的实际效率越来越低。瑑瑢

除了将集司法和行政等职能于一身的正式官员之数量维持在相当少的基本水平而不与时俱增外，清

代简约型司法体制的另一个特点是，即便收到民众关于纠纷的呈控，衙门也尽可能将其交给民间来解决。
只有当堂外解决恶化到极为严重时，衙门才将所收讼案的处理权全部揽回自己手中。清代采用简约型司

法体制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节约正式司法资源。
由此而形成的机制就是 美 国 学 者 黄 宗 智 所 说 的 纠 纷 处 理 中 的“第 三 领 域”，这 是 一 个 半 官 半 民 的 地

带。瑑瑣晚近发现于安徽省歙县的一张空白格式县谕显示了官府将所收讼案批回地保和族长、敦请其加以调

解，从而强有力地直接证实了上述半官方机制的存在和运作。瑑瑤如果将这一机制放置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之

中加以审视，那么就可以发现其与下列趋势密切相关：宋代以来，尤其是在清代，随着宗族、行会、商会、宗

教团体和其他一些组织逐渐成为基层社会的主要结构，基层社会的自治程度总体上在不断提高，而国家权

力则相对向上收缩。

四、清代司法体制的财政制约因素

无论如何，清代政府始终都没有通过明显增设包括州、县官在内的常规官僚的方式，主动扩大其司法

服务事项的范围，来积极应对当时主要由于经济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和人口渐繁而不断扩大的词讼规模。
易言之，清代县的数量并没有被特意增加，仍然是以数量相对稳定的县官来应对总量激增的词讼规模。如

果按现代西方国家的“司法能动主义”理论来衡量，瑑瑥 那么这种简约型司法体制的表现显然极其平庸。不

过，清代坚持这一简约型司法体制除了受“集权的简约治理”这一治理理念的深刻影响之外，瑑瑦 还受当时国

家财政状况的制约。瑑瑧

如果以公元１８０年（汉朝）平均每县５万人（当时全国有１　１８０个县级区划）的人口密度为基准，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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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８７５年需要设１　６００个县，１１９０年需要设２　２００个县，１５８５年需要设４　０００个县，１８５０年需要设的县

数则达到８　５００个。如果再按每６个县级区划之上设置１个府级区划以维护相当的监督水平的平均比例

推算，那么，１　１８０个县级区划需要设大约２００个府级衙门，而在１８５０年所需的８　５００个县之上，至少要求

相应设置１　４００个府级衙门。这意味着，就晚清时期的情况而言，仅省级以下的衙门至少就需要设置近１
万个，而这还没有将巡按计算在内。瑑瑨 这种预想中的行政规模势必压垮整个帝国，因为县数的增加意味着

从国家受薪的常规官僚以及其僚属人员的人数膨胀，给国家带来根本无法承受的财政负担。

美国学者曾小萍的分析清楚地道出了其中的经济学关键：“在雍正朝，中国有１　３６０个县，依照清初通

行的比例，若使行政单位与人口相适应，县的数量应增加到８　５００个左右。如果我们假设为州、县官提供

养廉并完成基本行政任务，那么每县至少要３　０００两白银。就１８世纪２０年代县级人口水平而言，这意味

着大约４　０８０　０００两白银要用于地方管理，这是考虑到当时的经济所得到的数字。向足够多的县提供财政

支持以确保对当地人口有效的控制，清朝的拨款将必然超过２５　５００　０００两白银，这还不包括对州、县官和

他们属下的活动进行监督的较高层的行政单位的拨款。就此开支而言，１８世纪初整个王朝的几乎所有的

地丁钱粮收入都要用于自身的征收之上”。瑑瑩 这意味着，如果要强行维持８　５００个左右县的预想规模，那么

就必须大大提高帝国现有的税率，以获得足够的税负收入作为支持。但是，如果要在清代落实这种设想，

那么将远远超过清帝国稳定所能承受的极限，从而严重威胁到清帝国的治理。

美国学者王业键的研究成果表明，虽然在整个清代，田赋在整个税收中所占的比例呈下降的总体趋

势，但其即使在清朝崩溃前夕也依然占到所有税收中的约１／３，而在清朝鼎盛时期田赋在所有税收中所占

的比例高达３／４左右。王业键根据其对田赋这一始终在不同程度上占据着支配地位的税收种类所做的深

入分析发现，在清代最后的２５年中，在大多数地区和省份，田赋只占到土地产值的２％－４％，只有苏州、

上海地区占到８％－１０％。而在明治时期的日本，这一比例要达到１０％左右。王业键在比较后因此认为，
“清末的田赋负担实际上并不沉重”，甚至可以说呈现长期减轻的趋势。瑒瑠 以此来看，或许有人会认为清代

中国尚存在收取更多税收的空间。

然而，将清代与民国的情况稍作对比便可发现上述设想几乎就是天方夜谭。日本学者对民国时期华

北数个自然村所做的调查资料显示，在１９３０年的河北省丰润县米厂村，该村中农、富农和经营式农场主所

付的税率大致相等，即约相当于总收入的３％－５％，在１９３８年该村被日军占领后，税率被提高到５％－５．
５％，而在１９４１年的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这个比例徘徊在６％－８％之间。瑒瑡 不妨粗略计算一下，如果将清

代实际的１　３６０个县扩张到设想中的８　５００个县，按照这个扩张比例，要想获得足够的税收支持，那么上述

２％－４％的实际平均田赋征收比例也大致要求相应扩张６．２５倍左右，即达到１２．５％－２５％。这将是一

个高得根本无法想象的税率。要知道，民国时期地方政府的军事化和现代化造成其支出猛增，在国民党统

治的区域，从乡村汲取各种税源的程度要远高于清代的总体水平，而日本对华北村落的侵占更是以变本加

厉的税额苛刻而著称，但即便如此全力汲取，如同上面的资料所显示的，也只能达到５％－８％。

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到１８４８年末，累积起来的田赋拖欠约相当于整个国库的储备数量”。瑒瑢 这与前述

王业键的看法相矛盾。不过，如果细想一下清代的经济社会现实，那么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明清以来人口

绝对数量激增而土地总面积相对有限（即使算上新开垦的土地）所导致的人地紧张关系，使得土地及其上

产出的任何收入对于农民而言愈发显得珍贵，从而导致围绕土地的暴力冲突愈显常见。瑒瑣 由于农民对于税

率变得更加敏感（遇到收成欠佳的受灾年份更是如此），因此明清以来的农民抗租抗税运动屡见不鲜。尤

其是自１９世纪以来，随着通货紧缩（具体表现为银价上涨而米价下跌）导致百姓生活状况的日益恶化，除

了各种日常性抗争大量出现之外，大规模的抗税运动也以京控甚至暴动的形式，在浙江、福建、两广、两湖、

江西等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不断上演，呈现此起彼伏之势。瑒瑤由此可见，在清代中国，如果政府强行提高

税率，那么既有可能引起农民的抵触，又会招致地方缙绅们的不满。两者的敌意被以某种形式叠加放大，

其结果必将是一场场冲击政治秩序乃至动摇帝国统治的反抗和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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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以往的研究通常是围绕儒家的意识形态来对照讨论清代官方话语之中的“健讼”问题，而正如本文所

展示的，结合财政制约之下的清代司法体制特征详加分析，可以更为深刻地洞悉清代中国“健讼”话语日渐

兴盛的另一种历史必然性。
正是在上述财政因素的制约下，面对词讼激增的社会情势变迁，清代简约型司法体制之中那些因循运

作的“制度资源”最终遭遇到可被利用的极限，官方因而不得不愈发借重“健讼”之论，试图以此弥补正被现

实所冲击的司法制度本身的正当性。易言之，清代中国的“健讼”之论，究其实质，既是官府理讼能力与民

间诉讼需要之间张力不断拉大这一现实的话语体现，也是当时的司法体制在“制度资源”方面逐渐无法有

效应对社会情势变迁之时用来弥补其正当性的一种“话语资源”。
对于任何一种司法体制的有效维护而言，“制度资源”和“话语资源”各有其不同的功用并应当互动配

合。但是，如果在面对社会情势变迁之时，司法体制由于财政等因素的制约，本身缺乏与时调整的弹性，那
么由于“制度资源”的功能日渐低下而引发的正当性危机绝非仅靠“话语资源”即可挽回。从某种意义上

讲，在其依托的这两类资源之中，如果“制度资源”日益衰竭而“话语资源”却愈发膨胀，那么意味着司法体

制本身很可能已经深陷正当性危机之中。
就此而言，重新审视“健讼”话语在清代日益兴盛的深层原因，或许对于我们思考当代类似的问题具有

一定的启示意义。例如，在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当地相对羸弱的财政能力使得基层司法体制在面对诉讼

案件日益增多的大趋势之时，“制度资源”在实际运作中经常处于应对能力的极限。因此，司法体制运作与

司法财政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此外，当我国目前基层司法体制的“制度资源”
在实际运作中频频遭遇其应对能力瓶颈时，“话语资源”与司法体制之正当性维护的微妙关系也将成为我

们不得不正视的现实问题之一。

注释：

①参见刘馨珺：《明镜高悬：南宋县衙的狱讼》，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１６－２１７页；陈景良：《讼学、讼师与士大夫———宋代司法

传统的转型及其意义》，《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②上述结果系根据南开大学组合数学研究中心、天津永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网 络 版）检 索

所得。

③有学者将当时伴随经济社会结构变化而兴起的“好讼之风”视为司法传统在宋代由“伦理型”转向“知识型”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参

见陈景良：《宋代“法官”、“司法”和“法理”考略———兼论宋代司法传统及其历史转型》，《法商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④黄维翰纂修：《钜野县志》卷２３，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１３页。

⑤参见侯欣一：《清代江南地区民间的健讼问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法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⑥参见徐忠明、杜金：《清代诉讼风气的实证分析与文化解释———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清华法学》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⑦⑧刘国光、谢昌霖等纂修：《长汀县志》卷３０，《风俗》，清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刊本。

⑨王廷抡：《临汀考言》卷６，《咨访利弊八条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三十九年（１７００）刻本。

⑩“兹蒙恩命，移节楚南，访得各属中刁诳虚诬之习，有较甚于湖北、江西者。”吴达善纂修：《湖南省例》，《刑律》卷１１，《诉讼·诬告·严

禁诬告讼棍》，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清刻本。

瑏瑡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８３，《审断二·清讼》，黄山书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７５６页。该点校本指出，原书“各予记大过一次”

中的“过”，应为“功”字之误。

瑏瑢参见许文濬：《塔景亭案牍》，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页。

瑏瑣参见王志强：《法律多元视角下的清代国家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４９页。

瑏瑤刘衡：《庸吏庸言》上卷，载《官箴书集成》编撰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六册），黄山书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８１页。

瑏瑥瑐瑤Ｓｅｅ　Ｍｅｌｉｓｓａ　Ａ．Ｍａｃａｕｌｅｙ，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　Ｕｎｃｉｖｉ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１７２３－１８２０，ｉｎ　Ｋａｔｈｒｙｎ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　Ｃ．

Ｃ．Ｈｕａｎｇ，ｅｄｓ．，Ｃｉｖｉｌ　Ｌａｗ　ｉｎ　Ｑ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８７，ｐ．１２０．

瑏瑦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十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影印版，第３２１页。

瑏瑧《清史稿》卷１１６，《职官志三·外官·县条》。

瑏瑨瑑瑡参见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１页，第７８－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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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瑩参见方大湜：《平平言》卷２，载《官箴书集成》编撰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七册），黄山书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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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瑡瑐瑢参见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６４８页，第６６６－６６７页。

瑐瑣参见张伟仁：《良幕循吏汪辉祖———一个法制工作者的典范》，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文化研究院编：《中西法律传统》第６卷，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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